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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径选择是当前转基因科学普及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任务。从理论上探讨当前公众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方式、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以及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呈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并基于江苏省6市的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对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的路径选择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为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路径选择提出优化对策：加强信息发布主体规范与管理；科普渠道的选取应遵循可信性、可获性和可持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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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h selection is the first tas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technolog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oretically the way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the presented features in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s by different consumer clusters, and analyzes the credibility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study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on path selection based on urban consumers’ survey data sets of Jiangsu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all the research contents above,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tical suggestions for path selection abou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technology: Firstly,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GMFs’ information source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Secondly, the sele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annels should submit to the principles of credi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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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在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用上发展迅速，以可观的利润成为现代农业中应用最迅速的技术。然而，转基因技术引发了全球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一系列转基因突发事件。我国在加快发展转基因技术、占领全球转基因技术至高点的同时，忽视了转基因信息的及时传播与公开，尤其是自农业部于2009年批准了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等3个主粮安全证书以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公众担忧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上述实现问题引起我国政府高度重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科学普及。然而，这只是“重视”的开始，后续的组织工作才是难点所在。

那么，转基因技术科普的路径该如何选择？换言之，应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将信息传送到公众？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清当前公众获取转基因信息采用何种方式，是主动积极获取还是被动消极接收？其次，由于当前消费者是复杂的，不同子市场中的消费者存在较大异质性，那么，不同集群消费者对转基因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渠道的使用表现出何种差异性和相似性？不同消费者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渠道呈现出何种信任程度？很明显，上述问题是政府选择转基因技术科普路径时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研究问题。本文皆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详细阐述我国转基因技术科普的路径选择，进一步利用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加以佐证，并且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的路径选择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政府选择转基因生物科学普及策略提供实践依据。
1    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的路径选择分析

转基因技术科普路径研究的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将信息传送到普通公众。

1.1  公众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方式分析：主动积极获取 VS 被动消极接收

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被动消极地接收，这种方式受活动范围、潜意识的好恶和其他深层心理及本能的影响；另一种是主动积极地获取。具体而言，主动积极获取信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个体需要确定需要哪类信息；其次，确定当前可获的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渠道有哪些并对其进行评价；第三，在众多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渠道中选择自己偏好的借以获取信息；最后，需要对获取的信息进行评价。很明显，这种主动积极获取信息的方式通常要求接收者对自己需求的信息有明确的认识，具有足够的情报意识、较强的情报获取能力和较高的情报鉴别能力。

对于转基因信息而言，在长期消极导向的媒介环境下，信息发布主体多元化且观点不一致，信息内容消极化且缺乏科学依据，致使现有的信息混淆了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或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技术应用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因此，普通公众对自身需求哪类信息并不是十分的清楚；此外，除了少数专家和从事生物技术工作的个体外，绝大多数公众关于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十分有限。因此，当前普通公众对转基因情报的意识尚浅，更谈不上拥有较高的情报获取能力和情报鉴别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当前普通公众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仍采用被动消极的接收方式。值得说明的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科普工作的深入开展、消费者对转基因知识的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方式可能由被动消极接收逐渐转向主动积极获取，但这一过程的转变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1.2  公众对信息发布主体使用的差异分析

理论上，消费者可以从多种信息发布主体接收信息，然而多种信息发布主体的可获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以同样的程度利用同一种信息发布主体，也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使用所有可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信息不对称理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第一，某些公众可能在转基因信息获取方面具有特别的技能，而其他人不具有这种技能。例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抑或是从事与生物技术相关工作的消费者，他们在获取转基因信息方面的技能更强。

第二，某些公众可能具有获取有价值信息的经验，而其他人不具有这种经验。例如，某些商品的卖主能够准确地知道该商品的生产原料是否为转基因作物，抑或科研机构、专家能够准确地知道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动态及其存在的潜在风险，因此食品企业、科研机构或专家比消费者更加清楚商品的局限性。

第三，经常关注转基因信息、食品标签或食品成分的消费者会比首次关注这类信息的公众拥有更多的信息。

第四，某些公众可能投资于某种信息服务，如通过订阅消费者报告、食品行业报告等，这些信息服务会使他们获得额外信息的边际成本远低于那些没有进行此类投资的个人。综上所述，不同公众对信息发布主体的使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1.3  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分析

依照霍夫兰德态度改变理论，普通公众对不同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可能表现出较大差异[1]。已有学者主要从2个维度衡量信息发布主体的可信度，即专业知识和可靠性。专业知识是指公众感知到一个发言人能够作出正确断言的程度；而可靠性是指公众感知到一个沟通者向他们作出断言的有效程度。因此，信息发布主体的可信度与感知准确性、感知有效性和关注公众福利相关 [2]。

本研究借鉴我国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组于2010年3月—2014年6月期间对转基因信息的长期监管经验和统计结果，将转基因信息发布主体划分为7类：生物技术研究机构、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转基因技术专家、环保组织、非转基因技术专家、食品企业和网络匿名人士，各类信息来源呈现如下特点：（1）研究机构、政府转基因监管部门和转基因技术专家通常以客观的角度发布信息，如介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动态、各国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及购买行为等；（2）环保组织发布的信息通常以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的潜在生态与健康风险为主，抑或表明地方或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拒绝行为，如对某件转基因舆情的走势进行跟踪报导等，或某地方政府截获某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或玉米等；（3）食品企业通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发表相关声明，如被媒体曝光使用转基因大豆的食品企业称，其生产的植物油未使用转基因大豆作加工原料等；（4）非转基因技术专家和网络匿名人士主要是转载环保组织发布的消极信息。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主要体现为：
第一，具有专长的个体或组织通常被认为是高可信度的说服者。例如，生物技术研究机构、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转基因技术专家等信源的专业性强。

第二，如果某种信息发布主体试图反对某人或某个集团的既得利益时，那么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可信任的信源[3]。例如，环保组织试图反对孟山都等跨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既得利益，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信任的信源。

第三，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意图从自己倡导的观点中获益，尤其是故意偏置在一个特定的方向时，那么人们便会怀疑说服者的可靠性，即使他们的观点很客观，人们也不太会相信。例如，食品企业通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发表声明，因此消费者怀疑其可靠性，即使他们的观点很客观，人们也不太会相信。

第四，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在刻意影响自己，那么他们就容易产生心理阻抗，从而对说服信息采取拒斥的态度；相反，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没有操纵自己的意图，那么他们就乐于接受说服信息[1,3]。例如，非转基因技术专家和网络匿名人士发布的信息通常被消费者认为是在刻意影响自己，因而容易产生心理阻抗，对说服信息采取拒斥的态度。此外，非转基因技术专家从事的工作与转基因技术相关度小，甚至完全不相关，因此不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2    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路径选择的实证检验

2.1  数据来源与有效性检验

本文研究样本全部来自江苏，整个选取过程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根据江苏省各城市年末市区常住人口、市区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市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区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城市年末家庭户规模等5个指标[4]，利用K-均值聚类方法和系统聚类法对该省13个地级市进行分类；并且兼顾到各地级市的地理分布、城市人口及样本量平衡等因素，采用分层抽样法确定样本城市及样本数，包括南京（250份）、无锡（200份）、南通（200份）、徐州（150份）、连云港（100份）、宿迁市（100份）。此外，消费者选取需要满足如下约束条件：（1）调查对象为20～70周岁的成人消费者；（2）调查对象为城市市区的常住人口；（3）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家庭食品购买经验，不包括在本地求学的大学生。该阶段采用分层比例抽样，依照《江苏统计年鉴-2013》各地区分年龄城市人口的划分，测算各个年龄组城市人口占节选年龄段（20～69周岁）的比例，确定样本城市每个年龄组的样本数。

调查过程中坚持当场填表、当场审核和当场回收的原则，总计发放问卷1 167份，回收有效样本1 000个，有效回收率达85.69%。为了检验调查样本的代表性，笔者将调查样本的主要指标与江苏统计局的调查指标（《江苏统计年鉴-2013》按地区分家庭户户数和人口数）进行了比较：调查样本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31，与2012年江苏省6个城市市区平均家庭人口的统计结果3.02基本一致，且6个城市市区各自的家庭平均人口与6个城市市区2012年年末家庭平均人口的统计结果显著地通过方差分析的一致性检验；此外，男女性别比值为0.7，这与普遍认为的女性是家庭食品消费的主要决策者相符。样本总体的平均年龄为40岁，最小年龄20岁，最大年龄69岁；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样本分别约占样本总体的42.6%、34.7%和22.7%。从职业分布来看，依照《江苏统计年鉴》（分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将城镇居民的职业划分为专业工作人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其它4类，各占样本总体的52.80%、3.40%、21.30%和22.20%。

2.2  公众采用被动消极的接收方式获取转基因信息

理论分析表明，当前普通公众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仍采用被动消极的接收方式，本节通过对比分析公众对转基因信息和食品信息的关注程度加以佐证。笔者借鉴已有研究[5]，分别设置指标衡量消费者对转基因信息和食品信息的关注程度，详情如表1所示。调查结果表明，在食品信息关注方面，大部分受访者在购买食品时通常想知道食品的成分，抑或是经常看食品标签上标注的内容；然而，主动获取转基因信息最新动态的受访者却较少，表示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受访者只占样本总体的9.40%和3.40%。由此可以推断，当前绝大多数公众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仍采用被动消极的接收方式。
表1 受访者对食品信息与转基因信息的关注程度                 %
	变量
	衡量指标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中立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转基因信息
	我通常会主动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最新动态
	25.40
	44.40 
	17.40
	9.40
	3.40 

	食品信息
	我经常会看食品标签上标注的内容
	4.20 
	10.70 
	20.20 
	48.90 
	16.00 

	
	购买食品时我通常想知道食品的成分
	2.70 
	8.40 
	18.90 
	47.00 
	23.00 


注：笔者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区消费者调查数据（2014年）整理获得
2.3  不同集群公众对信息发布主体和渠道使用的差异分析

2.3.1 消费者市场细分

本文利用K-均值聚类法对消费者进行市场细分。由于该聚类法对变量和分类数具有较多的局限，对此本节将一一进行检验，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1）变量选择。国外学者关于转基因食品市场细分已作了深入研究，如Gaskell等[6]、Kaye-Blake等[7]、Christophe等[8]和Zhang等[9]参考菲利普·科特勒的消费者行为细分变量，结合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购买意愿、感知，先后对欧盟、新西兰、德国和中国的消费者进行了细分。笔者参考菲利普·科特勒和Gaskell等[6]的研究，基于消费者关于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感知风险与收益等3个标准，选取如下细分变量（见表2）：1）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应用于粮食生产领域的态度（Y11～Y13）[8]；2）消费者对不同类型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AP1～AP2）[9]；3）消费者关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Y21～Y26）与收益（Y31～Y36）[6]。
表2 城市消费者细分变量选取
	变量
	指标
	参考来源

	Y11
	转基因技术应用在粮食生产领域，是非常好的？
	Bredahl、House等、Chen和Li、Conta-font和Gil、Prati等[10-14]

	Y12
	转基因技术应用在粮食生产领域，是非常明智的？
	

	Y13
	我强烈支持转基因技术应用于粮食生产领域
	

	AP1
	对直接食用的转基因大豆油的接受程度
	

	AP2
	对用转基因豆粕或玉米饲养的畜产品和水产品的接受程度
	

	Y21
	我和我的家人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Bredahl、House等、Chen和Li[10-12]

	Y22
	吃转基因食品，可能有害于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Bredahl、Costa-Font和Gil、Prati等[10,13-14]

	Y23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
	Bredahl、House等[10,11]

	Y24
	转基因食品威胁了事物的自然发展秩序
	Bredahl、House等、Costa-Font和Gil、Prati等[10-11,13-14]

	Y25
	可能有害于生态环境
	Bredahl、Chen和Li、Christoph等、Costa-Font and Gil、Prati等、Rodriguez-Entrena和Salazar-Ordóñez[8,10,12-13,15]

	Y26
	转基因生物可能会干扰自然界中的野生物种
	Bredahl[10]

	Y31
	可能会提高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水平
	Bredahl、House等、Chen和Li[10-12]

	Y32
	将会改善食品的品质或丰富营养
	Bredahl、House等、Rodriguez-Entrena和Salazar-Ordóñez[10-11,15]

	Y33
	将会增加作物的产量，保障粮食供给和价格稳定
	Bredahl、Rodriguez-Entrena和Salazar-Ordóñez[10,15]

	Y34
	将会增加超市中食品的选择
	Bredahl[10]

	Y35
	可能会给环境带来收益，如有效地减缓化肥、农药对环境的污染
	Bredahl、House等、Chen和Li、Rodriguez-Entrena和Salazar-Ordóñez[10-12,15]

	Y36
	从长期来看，一个成功的转基因食品产业将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
	Costa-Font和Gil、Prati等[13-14]


值得说明的是，细分变量指标的测量均是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且所有细分变量服从多元正态分布，均通过P-P图和Q-Q图的检验。

    （2）变量间的共线性检验及解决方案的提出。通过对选取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笔
者发现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先对选取的变量提取主成分，以期得到消费者市场细分的基础数据结构矩阵；然后再进行聚类分析。KMO统计值（0.904）和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的结果表明，本节选取的数据矩阵适合作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通过采用方差最大化旋转，最终提取3个主成分，其方差累计贡献为80.10%。
表3 变量因子的载荷矩阵
	变量
	消费者态度
	感知风险
	感知收益

	Y11
	0.794* 
	-0.285 
	0.251 

	Y12
	0.820* 
	-0.249 
	0.290 

	Y13
	0.762* 
	-0.253 
	0.229 

	AP1
	0.763* 
	-0.205 
	0.264 

	AP2
	0.733* 
	-0.156 
	0.365 

	Y21
	-0.334 
	0.684* 
	-0.174 

	Y22
	-0.365 
	0.701* 
	-0.166 

	Y23
	-0.121 
	0.643* 
	-0.013 

	Y24
	-0.130 
	0.811* 
	-0.170 

	Y25
	-0.136 
	0.751* 
	-0.281 

	Y26
	-0.145 
	0.806* 
	-0.180 

	Y31
	0.326 
	-0.326 
	0.594* 

	Y32
	0.399 
	-0.265 
	0.674* 

	Y33
	0.275 
	-0.150 
	0.798* 

	Y34
	0.256 
	-0.184 
	0.785* 

	Y35
	0.115 
	-0.088 
	0.814* 

	Y36
	0.330 
	-0.177 
	0.763* 


           注：1）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2）*表示该变量对相应主成分的因子载荷较高；3)笔者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区消费者调查数据（2014年）整理获得，下同

由于因子载荷表示原始变量和提取主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载荷高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某一主成分的命名，基于此，将3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消费者态度”、“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

    （3）分类数的确定。已有学者主要参考菲利普·科特勒的消费者行为细分变量，结合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或态度、或购买意愿、或感知，将消费者划分为3到6组不等（Gaskell等；Kaye-Blake等；Christophe等；Zhang等）。其中，Gaskell等基于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与收益，将消费者划分为4组；而Zhang等在研究中国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市场时也划分为4组。由于本研究选择的细分标准包含了消费者关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和收益，且研究对象为中国消费者，因此将分类数设定为4组。
（4）聚类分析结果。本节将上节测算的主成分得分作为聚类分析的变量，利用K-均值聚类法将城市消费者细分为4个集群，如表4所示。
表4 消费者市场细分和细分变量的均值

	分类变量
	消费者集群（子市场）
	细分变量

效度检验（F值）

	
	不感兴趣型
	综合权衡型
	质疑型
	乐观型
	

	感知收益
	-0.324
	0.735
	-0.995
	0.370
	246.883***

	消费者态度
	-0.024
	-0.780
	-0.124
	1.193
	327.426***

	感知风险
	-1.078
	0.239
	0.975
	0.096
	387.661***

	每组个案所占比例/%
	27.50
	29.50
	21.00
	22.00
	


根据具有较高因子负荷的变量对消费者集群进行命名，该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消费者细分研究中[5,9]。由于本节提取的3个主成分与原始题项选择所遵循的标准十分吻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论述，只根据聚类细分变量对消费者集群进行命名，分别命名如下：1）“不感兴趣型”子市场，该集群消费者关于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感知收益与风险均较小，因而可能对转基因食品不感兴趣；2）“综合权衡型”子市场，该集群消费者同时感知到较高的风险和收益，因而可能会对转基因食品加以综合权衡；3）“质疑型”子市场，该集群消费者感知到更多是风险，因而对转基因食品持质疑态度；4）“乐观型”子市场，该集群消费者感知到更多的是收益，因而对转基因食品可能持乐观的态度。此外，4个子市场的容量分别占样本总容量的27.50%、29.50%、21.00%和22.00%。

2.3.2 不同集群消费者对信息发布主体和渠道使用的差异分析
（1）不同集群消费者对信息发布主体的使用存在明显差异。第一，对于“不感兴趣型”子市场，大部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于生物技术研究机构（52%）、食品企业（52%）、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49.82%）、环保组织（42.55%）。第二，对于“质疑型”子市场，大部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于生物技术研究机构（61.43%）、环保组织（50.95%）、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43.81%）、网络匿名人士（42.86%）。第三，对于“综合权衡型”子市场，大部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于生物技术研究机构（65.08%）、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66.78%）、食品企业（47.12%）、转基因技术专家（45.42%）、网络匿名人士（42.03%）。第四，对于“乐观型”子市场，大部分消费者的信息来源于生物技术研究机构（61.36%）、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54.09%）、食品企业（42.73%）、转基因技术专家（40.00%）。

（2）不同集群消费者对信息渠道的使用呈现相似性。对于“不感兴趣型”、“质疑型”、“综合权衡型”和“乐观型”4个子市场，绝大多数消费者使用电视新闻与广播，分别占样本总体的89.09%、80.48%、85.76%和89.09%；其次，报纸与杂志、互联网门户新闻、亲朋好友也是消费者主要使用的信息渠道。详情如表5所示。
表5 不同集群消费者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和渠道                    %        
	信息发布主体/信息渠道
	接收信息的样本占该组样本比

	
	不感兴趣型
	质疑型
	综合权衡型
	乐观型

	信

息

发

布

主

体
	a.生物技术研究机构
	52.00 
	61.43 
	65.08 
	61.36 

	
	b.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
	49.82 
	43.81 
	66.78 
	54.09 

	
	c.转基因技术专家
	27.64 
	31.90 
	45.42 
	40.00 

	
	d.环保组织
	42.55 
	50.95 
	38.64 
	35.00 

	
	e.非转基因技术专家
	25.82 
	24.29 
	27.12 
	28.64 

	
	f.食品企业
	52.00 
	33.33 
	47.12 
	42.73 

	
	g.网络匿名人士
	39.64 
	42.86 
	42.03 
	33.64 

	信

息

渠

道
	a.电视新闻与广播
	89.09 
	80.48 
	85.76 
	89.09 

	
	b.报纸与杂志
	63.27 
	63.33 
	68.47 
	55.91 

	
	c.亲朋好友
	42.18 
	46.67 
	66.78 
	52.27 

	
	d.互联网门户新闻
	53.82 
	63.81 
	73.22 
	64.09 

	
	e.微博与微信
	37.09 
	44.76 
	44.07 
	31.36 

	
	f.博客与论坛
	26.18 
	32.38 
	31.53 
	29.55 


     注：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渠道的分类主要借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组于2010年3月—2014年6月期间对转基因信息的长期监管经验和统计结果

2.4  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和渠道的信任程度分析

2.4.1 公众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

调查结果（见表6）表明，消费者对不同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首先，受访者最信任的信息发布主体是环保组织、研究机构和政府转基因监管部门，表示相信（比较相信和完全相信）的受访者分别约占49.40%、49.25%和48.07%；其次比较信任的是转基因技术专家，表示相信（比较相信和完全相信）的受访者约占37.81%；而受访者对非转基因技术专家、食品企业和网络匿名人士则表现出缺乏信任。
表6 消费者对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的信任程度                  %   
	信息发布主体
	使用各类信源的样本数
	信任程度

	
	
	完全不相信
	比较不相信
	中立或不知道
	比较相信
	完全相信

	a.生物技术研究机构
	599
	2.34
	7.68
	40.73
	44.24
	5.01

	b.转基因相关政府部门
	545
	6.79
	9.72
	35.41
	42.57
	5.50

	c.转基因技术专家
	365
	7.12
	13.70
	41.37
	31.78
	6.03

	e.环保组织
	415
	2.65
	3.61
	44.34
	40.48
	8.92

	f.非转基因技术专家
	265
	6.42
	23.40
	44.53
	19.62
	6.04

	g.食品企业
	446
	11.66
	33.86
	47.31
	7.17
	0.00

	h.网络匿名人士
	397
	10.83
	21.41
	53.65
	13.35
	0.76


2.4.2 公众对使用的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

调查结果（见表7）表明，消费者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首先，受访者比较信任的是电视新闻与广播、报纸与杂志、亲朋好友等3类信息渠道，表示相信（完全相信和比较相信）的消费者分别约占样本总体的52.49%、46.36%和40.68%；其次，受访者对互联网门户新闻、微博与微信、博客与论坛等3类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较低，表示相信（完全相信和比较相信）的消费者分别约占样本总体的33.02%、21.27%和18.12%。
表7 消费者对使用的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               %   
	信息渠道
	获取信息源于各类渠道的样本
	信任程度（%）

	
	
	完全不相信
	比较不相信
	中立或不知道
	比较相信
	完全相信

	a.电视新闻与广播
	863
	2.20 
	11.82 
	33.49 
	48.32 
	4.17 

	b.报纸与杂志
	632
	1.74 
	11.39 
	40.51 
	44.30 
	2.06 

	c.亲朋好友
	526
	3.61 
	10.08 
	45.63 
	34.41 
	6.27 

	d.互联网门户新闻
	639
	1.72 
	12.99 
	52.27 
	30.05 
	2.97 

	e.微博与微信
	395
	2.78 
	17.22 
	58.73 
	20.00 
	1.27 

	f.博客与论坛
	298
	3.02 
	14.77 
	64.09 
	17.45 
	0.67 


3    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路径选择的优化对策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当前我国普通公众采用被动消极的接收方式获取转基因信息，不同集群消费者使用的信息发布主体存在明显差异，但使用的信息渠道却呈现出相似性。基于此，本文将对我国转基因技术科学普及的路径选择提出如下优化对策。

3.1  加强转基因信息发布主体的规范和管理

确保信息发布主体对消费者的正确引导，避免信息发布主体对消费者的错误向导。健全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科普宣传的权威机构，设立转基因信息发布主体监管等职能部门，以规范发布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避免信息发布者断章取义或删改信息。具体包括的职能可能有：（1）对于经核实在网络上编造信息、散发谣言、伪造数据或歪曲外文研究结果的信息发布主体，要申报相关部门，实施经济处罚；对于情节严重者，更要通过行政手段给予严肃处理。（2）在网络信息门户上，可以设立民众监督窗口，如若对某一类信息发布主体有异议，可以随时举报，真正做到民众参与、公共监管、共同管理。

3.2  科普渠道的选取应遵循可信性、可获性、可持续性原则

相关部门在科普宣传过程中，重点利用好传统信息渠道，有效借助新兴信息渠道。具体建议如下：（1）对于整理的国内外研究动态等相关信息，借助可信度高的信息渠道，如电视新闻与广播、报纸与杂志，及时向民众公布信息。（2）对于国内外发生的转基因技术争议事件，可设立电视专栏，对事件的发展动态、原由进行跟踪报道；同时借助网络平台（互联网、微博与微信等），对录制好的视频加以广泛传播。（3）对于国内举行的转基因技术研讨会，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借助网络平台加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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